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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确把控我国整体碳排放发展现状，分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探究碳排放脱钩的内在机制演变，对

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运用 GDIM 分解模型对我国2000—2022年的整体碳排

放进行因素分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 Tapio 脱钩模型构建脱钩努力模型测度各驱动因素的脱钩努力效应，

以评估我国减排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①2000—2022年，我国整体碳排放总量逐年上升，由30.03×108 

t 增至105.77×108 t，累计增加了75.74×108 t，碳减排工作面临较大挑战；空间上，碳排放分布不均，呈现

出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特征，且东西差距逐渐缩小。②技术规模是碳排放增加的最大驱动力，同时经济

规模、能源规模及人均碳排放因素也有明显贡献，而技术碳强度是降碳的关键因素，其次是经济碳强度、

能源消费碳强度。③2012年起，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指数始终保持在-0.3~0.8的范围，以弱脱钩状态为

主。④经济碳强度、技术碳强度、能源碳强度及能源强度均可促进碳排放脱钩，其中，尤其显著的是技术

碳强度，其脱钩努力指数大于1的频率高达63.64%。但是，在大多数年份下总脱钩努力指数仍为负值，表

明总体脱钩努力还尚不足以抵消经济效应带来的碳排放增长。因此，为加强我国碳排放治理及脱钩努力效

应，应重点关注碳排放控制、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以及碳减排政策的完善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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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urately assess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overall carbon emissions, analyzing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se 

emissions, and investigating the evolving mechanisms of carbon emission decoupling are crucial for guiding the formula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in China. By applying the GDIM decomposition model to factor China'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22 and integrating the Tapio decoupling model, a decoupling effort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decoupling effort effect of each driving fact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rom 2000 to 2022, China'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d annuall, increasing from 30.03×108 tons to 

105.77×108 tons, resulting in a cumulative increase of 75.74×108 tons, which present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carbon reduction 

efforts; spatially, carbon emissions were unevenly distributed, exhibiting higher levels in the east compared to the west and greater 

concentrations in the north relative to the south, with the east-west gap gradually narrowing. (2) Technical scale was the largest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crease in carbon emissions, while economic scale, energy scale, and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factors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echnical carbon intensity was the key factor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ollowed by economic carbon 

intensit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intensity. (3) Since 2012, the decoupling index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has consistently from -0.3 to 0.8, primarily in a weak decoupling state. (4) Economic carbon intensity,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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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intensity, energy carbon intensity, as well as energy intensity, can all promote carbon emission decoupling. Technological 

carbon intensity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with the decoupling effort index greater than 1, reaching 63.64%. However, in most years, 

the total decoupling effort index remains negative,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decoupling effort is still insufficient to offset the carbon 

emission growth brought about by the economic effect. Therefore, to strengthen China's carbon emission governance and decoupling 

effort effects, focus should be placed on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s, promo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and implement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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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正在面临着主要由 CO2引起的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暴雨、干旱、海平面上升等极

端自然灾害频发，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为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于1992年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后在2016年又签订了《巴黎协定》，从而进一步明确与制定了全球变暖目标与国家自主贡献

（NDC）。控制 CO2排放，减缓全球变暖进程，已成为基本共识[1]。我国幅员辽阔，作为碳排放（以 CO2

计）大国，正在积极承担起重要贡献国的责任。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努力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强调要坚决落实。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同时，我国正处于新发展阶段，推动双碳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环节”。为此，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节能减排政策，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绿色转型，并在这一转

型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平衡。 

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3》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30.3%，

较2021年下降了0.8%。这表明中国正在积极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并使得碳排放增速有所减缓，包括提高清

洁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加强居民的节能减排意识等。然而，需要

注意的是，2022年因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占中国总碳排放的88.88%，其中煤炭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5.3%，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此外，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约定

各国将在《巴黎协定》下以“自主贡献+”的模式开展气候行动，中国在气候多边、双边进程中将持续面临

更新 NDC 的压力[3]。在此背景下，准确识别我国碳排放驱动因素，并有效量化政府政策在碳排放脱钩方

面的努力，对于厘清我国碳排放增长机制，有的放矢地制定与评估碳减排政策尤为重要。 

当前，学者们已在不同空间尺度对碳排放开展研究[4-7]，其中结构分解法（SDA）和指数分解法（IDA）

是用来评估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两种常用方法，其现有文献的研究尺度涵盖了国家、区域、省域及行业[8-10]。

通常，结构分解法是基于计量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使用投入产出表中的最终需求和投入产出系

数信息，对数据的要求较高[11]。而指数分解法对数据的需求较低，并且更具灵活性，因此被广泛应用，其



典型代表为 LMDI 模型。例如，宋敏等[12]基于 LMDI 模型综合考量了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人口规模及经

济规模等因素对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得出能源强度提高和能源结构变化能够减缓陕西省的碳排放增长，

且能源强度的抑制作用明显。王喜莲等[13]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9省区工业碳排放因素影

响效应存在空间差异性，能源结构强度、经济及人口均对碳排放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分解方法研究的深

入，2014年，Vaninsky[14]提出 GDIM 分解模型，该模型可弥补 LMDI 的不足，将多个相对及绝对因素同时

纳入研究框架，衡量各个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从而有效克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自 GDIM 分解模型提

出以来，在行业层面得到了有效验证。工业分析中，刘晨曦等[15]和 Wen 等[16]都曾采用 GDIM 分解模型对

能源、投资和产值等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得出产出规模、能源规模有明显的碳排放促增效应，而投

资效率对碳排放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制造业分析中，邵帅等[17]使用 GDIM 分解模型考察了1995—2014年我

国制造业碳排放演变的驱动因素，得出投资规模是导致制造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而投资碳强度和产

出碳强度是推动碳排放降低的关键因素。至于区域层面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研究，仍有待补充。 

此外，通过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分解分析，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碳排放的主要推动力，进而引起了

基于 Tapio 模型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讨论[18-20]。脱钩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

针对农业领域提出，后逐渐扩展到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用以描述环境资源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同步变

化关系，表现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减少对资源及产生污染的消耗和依赖，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双重目标[21]。2000年，Zhang[22]利用脱钩概念分析了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的历史贡献；2002年，OECD

划分了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两个脱钩指标；2005年，Tapio[23]提出了 Tapio 脱钩模型，并根据脱钩数值进一

步细分出8种脱钩类型。随后，脱钩理论的应用日益成熟[24]。但是，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同步

变化关系，用来判断脱钩与否，仍面临着难以深入探究脱钩关系变化原因和识别脱钩贡献因素[25]的困难。

研究[26-28]表明，为完善对脱钩内在机制变化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扩展和改进脱钩方法。 

综上，尽管学术界有关碳排放因素分解与脱钩效应的研究不断丰富，可见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研究立足国家层面，在考虑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时，

采用 GDIM 分解模型，考虑多个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影响，并增加技术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既丰富了

该模型在区域层面的应用，又能够充分拓展碳排放的因素分解视角以便更加全面地揭示我国碳排放的来源

及变化趋势。第二，利用 Tapio 脱钩模型，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长期脱钩演变趋势，以找到经济

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第三，深化了脱钩模型的应用，将 GDIM 分解模型与

Tapio 脱钩模型相结合，构建脱钩努力模型，通过量化各驱动因素的脱钩努力效应，深入探讨我国碳排放

的脱钩内在机制，并准确评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性，以期为政府制定碳减排策略提供有效的科学依

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借鉴已有文献，该研究在选择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的绝对因素时，考虑到经济总量、能源消费总量、人

口总量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并结合碳排放总量构建了6个相对因素。其中，由于技术水平当前尚无统一标

准，通常采用专利作为指标。然而，专利从申请到授权需要一定时间，专利授权数量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当

前的技术创新水平 [29-30]。因此，该研究选择了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指标。时间范围选取



2000—2022年，相关因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中，经

济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调整为不变价。 

1.2  碳排放数据 

2000—2021 年 碳 排 放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碳 核 算 数 据 库 [31-34] （ CEADs ，

https://www.ceads.net.cnhttps://www.ceads.net/user/index.php?id=284&lang=en），该数据库由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部、英国研究委员会共同资助，是国内较为权威与科学的碳核算数据来源。

其中，碳排放数据基于地域核算，主要考虑了两种来源，即与能源相关的排放以及与加工相关的排放。其

中，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是指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通过排放因子法进行核算，排放清单中涵盖

了原煤、焦炭、天然气等17种化石燃料和47个社会经济部门。 

 CE AD NCV CC Oij ij i i ij     (1) 

式中：CEij代表 j部门燃烧 i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以 CO2计），t；ADij代表 j部门消耗的第 i种化石燃料

的活动水平，109 J；NCVi是净热值，对于固体和液体燃料，取109 J/t，对于气体燃料，取109 J/（104 Nm3）；

CCi是碳含量，t/109 J；Oij是氧化率，%，表示燃料被氧化的部分。 

而与加工相关的碳排放主要是指水泥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是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乘积。 

 cement cement cementAD EFC    (2) 

式中：Ccement 代表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以 CO2计），t；ADcement 代表水泥生产过程中消耗化

石燃料的活动水平，109 J；EFcement 是排放因子，t/109 J。 

同时，由于我国2022年碳排放数据尚未正式公布，因此依据《2022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全国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21年下降0.8%进行估算补充。 

1.3  研究方法 

1.3.1  GDIM 分解模型 

基于 Kaya 恒等式，我国整体碳排放因素分解表达式为 

 

2 1 4 3 6 5 8 7

GDP
GDP

C C C C
C E P T

E P T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3) 

 X X X  9 1 5

GDP C C

P GDPP
 (4) 

 10 3 1X X X  
E C C

GDP EGDP
 (5) 

式中：C表示碳排放量（以 CO2计），104 t；GDP 和 X1都表示经济规模，108元；X2表示经济碳强度，104 t/

元；E和 X3都表示能源消费规模（以标煤计），104 t；X4表示能源消费碳强度，t/t；P和 X5都表示人口规

模，104人；X6表示人均碳排放，人/t；T 和 X7都表示技术规模，104件；X8表示技术碳强度，t/件；X9表示

人均 GDP，104元/人；X10表示能源强度，t/(104元)。 

考虑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增加约束条件，对式（5）进一步变形为 



 

1 2

1 2 3 4

1 2 5 6

1 2 7 8

1 9 5

3 10 1

0

0

0

0

0

C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6) 

函数 C(X)表示因素 X对碳排放的驱动贡献。根据式（6）求一阶偏导，构造雅可比矩阵 Φ(X)，表示各

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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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依据 GDIM 分解原理，对上述各因素贡献加总以表示我国整体碳排放变化量（C）： 

  T
Φ ΦΦ

t

C X C I dX          (8) 

式中，t表示时间跨度，C=(X2 X1 0 0 0 0 0 0 0 0)T，I表示单位矩阵。若矩阵 Φ(X)中的列线性无关，则

Φ+=(ΦTΦ)-1ΦT。 

根据式（8），碳排放变化量可以分解为10种效应（
1 2 10

t t t

X X XD D D  、 ）之和，10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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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C C C C C C       +  (9) 

式中，
1 3 5 7

t t t t

X X X XC C C C   、 、 、 分别反映绝对量因素经济规模、能源消费规模、人口规模与技术规模

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
2 4 6 8

t t t t

X X X XC C C C   、 、 、 分别反映相对量因素经济、能源、人口及技术的低碳

化水平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
9 10

t t

X XC C 、 分别表示人均 GDP 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 

1.3.2  脱钩努力模型 

Tapio 脱钩模型通常用来衡量基期与末期间碳排放量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之比，根据其大小判断经济

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发生解耦，并细分成8种脱钩状态，即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结、衰退脱钩、扩张负

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衰退连结。但是，该方法只评估了经济活动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变化，并没

有充分考虑到其他因素对脱钩状态的影响，这种影响被称为脱钩努力，是指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任何一种直接或间接导致碳排放减少的行动[35-36]。因此，研究排除了经济规模效应所产生的碳排放，以评

估其余因素脱钩努力的有效性，检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节能减排政策的实际效果，在 GDIM 分解模型与

脱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脱钩努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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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t t t t

X X X XF C C C C C          (10) 

式中，F 表示除经济规模效应外，其余9个效应共同做出的碳排放脱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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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t为总脱钩努力指数；
2 3 4 5 6 7 8 9 10

t t t t t t t t t

X X X X X X X X XD D D D D D D D D、 、 、 、 、 、 、 、 分别代表经济碳强度、

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碳强度、人口规模、人均碳排放、技术规模、技术碳强度、人均 GDP 和能源强

度因素对脱钩进程的影响。当 Dt≥1时，表示为强脱钩，意味着经济增长，各因素的努力总贡献促使碳排放

总量下降；当0＜Dt＜1时，表示为弱脱钩，意味着经济增长，各因素的努力总贡献促使碳排放总量轻微下

降；当 Dt≤0时，表示未脱钩，表明各因素的碳减排效应之和为正，表现为促进增排。若
2 3 10

t t t

X X XD D D、

均大于0，则表明这些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若
2 3 10

t t t

X X XD D D、 均小于0，则表明这

些因素会促进经济及碳排放不协调增长，不利于碳排放脱钩；若
2 3 10

t t t

X X XD D D、 有正值有负值，则表明

这些因素的脱钩努力效应存在方向差异，可根据绝对值比较贡献大小。 

2  结果与分析 

2.1  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2000—2022年，我国整体碳排放量呈现上升态势，由2000年的30.03×108 t 增至2022年的105.77×108 t，

累计增长75.74×108 t，增幅为252.21%（见图1）。其中，2000—2013年为快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9.37%。

在这期间，我国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能源需求的增加，煤炭消费及占比居高不下，

造成了碳排放的持续上升。2014—2015年，我国碳排放量首次出现了小幅下降，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产

业转型与技术升级，我国化石能源需求下降，天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比重上升。但是这种下降只是暂时

现象[37]。2016—2022年，碳排放增速进入平稳缓慢增长阶段，年均增幅1.94%，说明我国的生态文明意识

提高，节能减排行动成效较好；但碳排放总量依旧在逐年增加，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难以在短时间内

改变，我国碳减排工作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图1  2000—2022年我国整体碳排放量变化 

Fig.1 Changes in China's overall carbon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22 



2000年和2021年我国碳排放量的空间分布趋势如图2所示，根据其趋势线可以看出，我国碳排放空间

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区不均衡特征，主要表现为东多西少、北多南少，并且近年来东西部差距逐渐缩小。2000

年，我国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碳排放量明显高于西部和南部。这是因为东部、北部地区（如辽中南、京津冀

等）分布着众多的传统重工业基地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工业基础雄厚，依靠丰富的劳动力、开放的地理位

置等优势，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蓬勃发展了大量的经济活动，进而造成了碳排放的增加。相比之

下，中西部地区多为欠发达地区，地域广阔而人口稀少，由于工业化程度较低和资源利用较少，碳排放水

平相对较低。2021年，我国碳排放自西向东增势平缓，且差距较2000年明显缩小，南北方向上呈现显著的

倒 U 型分布曲线，表现为自中部逐渐向北、向南递减。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一带一路”等政策的

提出，我国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其中包括促进当地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的开发，以及因地制宜地

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碳排放有所增加。而东部地区由于高耗

能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为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a） 2000年                                     （b） 2021年 

图2  2000年和2021年我国碳排放量空间分布趋势 

Fig.2 Trend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 2000 and 2021 

2.2  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分析 

为全面分析各驱动因素对我国整体碳排放变化的动态影响，采用 GDIM 分解模型得到各驱动因素的逐

年碳排放贡献率与贡献值。结果（见图3）显示，各驱动因素的碳排放贡献并不稳定，个别因素存在影响

方向的转变。 

从规模效应来看，研究期内，经济规模、能源消费规模、人口规模与技术规模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碳

排放促进作用。2001—2022年间技术规模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其中，碳排放贡献值在2010年达到

688.47×104 t，占当年碳排放变化的82.25%，表明技术进步所减少的 CO2并不足以抵消技术进步所产生的

CO2
[38]。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技术规模会对碳排放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随着科研机构、企业和

高校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与引进，产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进而增加了能源消费，导致碳排放上升；另

一方面，低碳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时在政府规制下，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也同步增

加，从而抑制了碳排放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由于经济下行和政策补助调整等原因，我国专利数

量大幅下滑，极大地降低了技术规模的碳排放贡献；其次是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费规模，二者的影响趋势相

似，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这是由于我国能源结构并未得到实质性转变，经济增长对化石能源依赖性较强。

2001—2011年间，经济规模的碳排放贡献率始终维持在2.02%~3.44%，该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5.55%，



产业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经济增长以能源的过度使用为代价，导致碳排放问题日益突出。2012年起，这

一因素的碳排放贡献率呈现递减趋势，表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减弱。继“十二五”规划中国家提

高对节能减排工作的执行力度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后，我国坚定

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采取了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积极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使得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模式正在成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碳强度效应来看，经济碳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与技术碳强度对碳排放变化起着双重作用。通常情

况下，这三个相对因素主要抑制碳排放的增长。其中，以技术碳强度的碳排放促降效应最为显著，累计贡

献率为-61.68%，说明低碳技术的提升发挥了积极的减碳作用；经济碳强度次之，累计贡献率为-11.78%；

然后是能源消费碳强度，累计贡献率为-0.03%。2001—2021年，相比于前两个因素，能源消费碳强度的贡

献最小，并且经历了由碳排放促进向碳排放抑制的效应转变，这主要得益于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随

着“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先后顺利完成，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在15%以上，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速

超过10%，清洁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2年，经济碳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与技术碳强度均表现为碳排放

抑制效应，且能源消费碳强度抑制效果略优于技术碳强度，这说明我国在技术创新与能源转型方面已取得

了一定进展，但是仍需进一步完善，正如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科

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图3  2001—2022年间各驱动因素的碳排放贡献率与贡献值 

Fig.3 Carbon emission contribution and contribution value of each driver from 2001 to 2022 

而在其余相对因素中，人均碳排放的促进驱动效果最为明显，尤其是在2001—2011年，碳排放贡献量

由52.96×104 t 增至181.95×104 t，年均增幅22.14%。通常情况下，人口规模的扩大能够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

高。截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83%，较2001年上升了14.17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聚集产生的交通、住

房、就业、消费等需求不断增加，推动了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人均碳排放的增长。2012—2020年间

人均碳排放的碳贡献量较前10年大幅减少，这与人们低碳意识水平的提升有着密切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把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理念得到实践，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以及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此

过程中，湖北省的“管道直饮水”项目通过减少桶装水使用，有效降低了塑料水桶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碳排

放；浙江省衢州市引入碳账户体系改革，涵盖工业、农业、能源、建筑、交通、居民生活和林业七大领域，

形成了政府治碳、企业减碳、个人低碳的多层次应用体系；四川省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持续拓展外贸的“新

三样”规模；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则突出重点，专注加强节能降碳领域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2021—2022

年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变动较小，该因素主要受经济回升影响与碳排放总量保持一致的变动趋势，其碳排放

贡献量再次出现小幅增长。至于人均 GDP 因素，在前期主要促进了碳排放的增长，但在后期，其影响逐

渐从促进转变为轻微抑制，这种转变从理论上来说并不合常规。因此，Vaninsky 曾对这种现象作出过解释：

人均 GDP 同时受到人口及 GDP 两个绝对因素影响，并与其他因素相互关联，其变化通过公式(6)分布于各



个因素，因此在计算其碳排放贡献影响时，只有自身变化的部分影响被计入[14]。此外，能源强度对碳排放

始终发挥负向驱动作用，但其影响相较于其他抑制因素最弱。2006—2018年，该因素减碳贡献量最高达

5.2×104 t，这是由于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推行能耗“双控”政策，并首次明确将能源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

该政策旨在五年内将单位 GDP 能耗比2005年下降20%，并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随后，我国又连续发布

了《中国能源发展报告》《中国低碳发展报告》和《中国工业节能减排发展蓝皮书》等政策文件，逐步完

善这一目标。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能耗“双控”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2.3  碳排放脱钩状态分析 

我国整体脱钩指数及脱钩状态的逐年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整体来看，研究期内，我国碳排放脱钩状

态逐渐改善，主要经历了由扩张负脱钩—扩张连结—弱脱钩—强脱钩—弱脱钩的时序演变。尤其是2012年

后，脱钩指数数值始终维持在1.2以下，主要呈现为弱脱钩状态，且其出现频率高达76.5%，表现为碳排放

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具体来看，2003—2008年，我国脱钩指数由1.76降至0.34，降幅明显，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程度提

高。这一时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我国带来了发展红利，经济总量年均增长13.5%，对外开放

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导致工业制成品与高科技产品比重不断扩大，推动了我

国工业、制造业等行业的蓬勃发展，碳排放呈现高速增长趋势。直至2006年，由于我国节能减排行动的实

施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碳排放增速开始逐渐下降。2009—2013年，碳排放脱钩指数呈现“W”型

波动，脱钩状态在扩张连接与弱脱钩之间变化，这意味着我国正在努力调整碳排放增速与经济增速间的协

调关系。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发展后，为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由速度追求转向质量追求，我国在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淡化 GDP 增长速度，并设定经济增速目标为7%。2014—2017年，由于碳排

放与经济增速均出现减缓，我国碳脱钩取得积极进展，脱钩指数持续下降至小于等于0，表现为理想脱钩

状态。2018—2020年，相较前一阶段，脱钩指数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数值介于0~0.8之间，脱钩状态稳定

为弱脱钩。在这期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增长方式向低碳经济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不但超

额完成了2020年全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而且碳排放快速增长局面得到基本扭转，

使得碳脱钩状态表现的比较理想。2020—2022年，脱钩状态依旧保持为弱脱钩，但是脱钩指数增速提升，

经济发展受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增速持续下降至3%左右，而能源需求仍在持续增加推动碳排放的

增长，在经济、干旱天气、煤炭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煤炭消费比上年增长0.3个百分点，尤其在电力

行业表现突出，致使我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间的脱钩指数数值提高。 



 

图4  2001—2022年我国整体脱钩指数及状态变化 

Fig.4 Overall decoupling index and state change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2 

2.4  碳排放驱动因素脱钩努力分析 

为有效衡量政府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性，量化各驱动因素的脱钩努力效应，该研究利用脱钩努力模型

分别测算了总脱钩努力指数及各个因素的脱钩努力指数，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从总脱钩努力指数来看，

2001—2022年我国的碳排放脱钩努力效应经历了由未脱钩——强脱钩——弱脱钩——未脱钩的阶段性演

变，这期间只有2014—2017年间的总脱钩努力指数为正，表现出了较好的脱钩努力，这说明该时段政府政

策的减排力度高于经济效益的增长。从各个因素的脱钩努力指数来看，碳强度及能源强度对我国碳排放实

现脱钩主要起拉动作用，能源消费规模、技术规模、人口规模及人口相对指标则主要起到阻碍作用。综合

来看，只有人均碳排放的脱钩努力指数与总脱钩努力指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人均碳排放的增

加会推动整体碳排放的增长，从而阻碍脱钩进程。因此，鼓励公众共同参与减排也是当前实现碳排放脱钩

的重要举措之一。 

具体而言，研究期内总脱钩努力指数呈现不规则变动，多数年份均未表现出脱钩效应，说明各驱动因

素的脱钩努力总效应尚不足以抵消经济效益带来的碳排放增长。2001—2013年，总脱钩努力指数始终小于

-1，未脱钩效应不断地发生着先减弱再增强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规模效应对脱钩的阻碍作用大于碳强度

等因素做出的脱钩努力，其中以技术规模的抑制效果最强。该阶段我国处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由于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高速的经济增长多依靠工业带动，被称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同时，由于原

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企业技术创新及动力亟待加强等原因致使我国创新驱动不明显，高耗能、高污染产

业的碳排放持续增长。2014—2017年，经济碳强度、能源碳强度及技术碳强度的脱钩努力指数增加，显著

拉动了碳排放脱钩进程。这一时期，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可持续性与均衡性持续提升，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形成了“三二一”的合理布局，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行业高速增长

以及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比提升的推动下，能源消费得到有效控制。此外，在响应加

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工艺技术、更新改造用能设备、淘汰落后产能和加快技术进

步等，单位产品能耗明显降低，截至2017年，单位 GDP 能耗下降3.7%，其中工业的节能减排贡献尤为突

出。2018—2022年，脱钩状态发生倒退，再次表现为未脱钩。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

口发展出现重要转折性变化，人口总量惯性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甚至在2022年实现人口负增长，这一



现象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短缺间的矛盾淡化，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并表现为人口增长

与人均 GDP 因素在碳排放脱钩进程中的影响由前期的抑制转为2021—2022年的促进。然而，尽管碳强度、

人均 GDP、人口规模及能源强度都对碳排放脱钩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因为总贡献相对较小，又受到

人均碳排放、能源规模及技术规模的较强阻碍作用影响，导致脱钩成效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我国要想实现

稳定的强脱钩仍任重而道远，应该制定更为完善且严格的减排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碳强度、人口规模

及能源强度等因素的脱钩潜力。 

 

图5  2001—2022年我国碳排放驱动因素总脱钩努力指数 

Fig.5 Total decoupling effort index of carbon emission driver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2 

 

图6  2001—2022年我国碳排放驱动因素脱钩努力指数 

Fig.6 Decoupling effort index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drivers from 2001 to 2022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a) 2000—2022年，我国整体碳排放量呈现上升态势，累计增加了75.74×108 t，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模

式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碳减排工作仍然面临巨大挑战。空间上，碳排放分布显著不均衡，呈现出东多西

少、北多南少的特征，且东西差距逐渐缩小。考虑到碳排放分布格局及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为了促进地



区间的协同降碳，应当立足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进一步加强东西部及南北部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 

b)我国碳排放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中以技术规模的正向驱动力最强，同时经济规模、能源规模及

人均碳排放因素也可促进碳排放的增长。在降碳方面，技术碳强度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经济碳强

度、能源消费碳强度。相比之下，人口规模、人均 GDP 与能源强度因素的驱动效果较弱。这表明随着我

国技术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依赖高碳能源的方式亟需改变，通过降低技术碳强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技术规模带来的增碳效果，从而实现更有效的碳减排。 

c)2001—2022年，我国碳排放脱钩状态逐渐改善。自2012年起，脱钩状态先后经历了弱脱钩—强脱钩

—弱脱钩的交替演变，并在后期稳定为弱脱钩状态，这说明我国已初步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

然而，近几年随着脱钩数值的波动式上升，脱钩力度也出现减弱。长期发展来看，我国需要坚持建立更为

协同和长效的机制，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协调发展。 

d)整体来看，我国的碳排放总脱钩努力指数多为负值，脱钩努力效应多以未脱钩为主，各驱动因素的

脱钩努力总效应尚不足以抵消经济效益带来的碳排放增长。其中，只有2014—2017年间，我国的碳排放治

理做出了明显的脱钩努力。对比各个因素的脱钩努力指数，碳强度及能源强度对我国碳排放实现脱钩主要

起拉动作用，因此降低经济碳强度、技术碳强度、能源碳强度及能源强度是推动我国早日实现强脱钩的重

要举措；而能源消费规模、技术规模、人口规模及人口相对指标则主要起到阻碍作用，这意味着我国必须

继续深入推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积极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以及加强居民的节能减排意识，从而充分发挥

出碳减排相关政策的脱钩潜力。 

3.2  政策建议 

a) 严格控制碳排放总量。继续推进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从而实现我国整体减排的目标。同

时，为应对空间碳排放分布不均的挑战，还需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聚集在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

可发挥其资源禀赋推动产业聚集，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益；而对于东部及北部的发达地区，可通过资

源互补、产业配合等方式与欠发达地区建立协作帮扶机制，从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为绿色产业发展创造

机遇。 

b) 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进一步激发其减排潜力。研究表明，技术因素在我国整体碳排放中扮演着

重要的双面角色，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关键支撑作用，必须持续降低技术碳强

度，强化低碳技术的碳排放效率。具体可包括：以节能减排为明确导向，增加政府、企业等对绿色低碳技

术创新研发的投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积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引进来”与“走出

去”，实现生产设备与工艺流程的升级优化。 

c) 完善与落实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经济、能源、技术

等因素与碳排放增长之间尚未达到理想的平衡发展状态，与各因素相关的碳减排政策应进一步完善。首先，

拓展碳减排政策的适用范围，既要覆盖工业、建筑和交通等关键领域，又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情况

制定具体针对性政策。其次，可以通过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支持与鼓励低碳节能技术的研发和投入使

用、建立公众监督机制等措施，加强碳减排政策的实施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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